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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微观主体，企业在贸易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国泰安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层面测度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以及

出口技术复杂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整体

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 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渠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运营成本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民营企

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处于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企业来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果更

为显著。 研究结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并提出了有针

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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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技术复杂度体现了一国出口贸易质量水平［１］，在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面临重大冲击，风险加大，中国的出口贸易也遭受到了约束和挤压［２］的背景之下，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有助于提升我国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

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其中提到推进贸易数字化，支持大型外贸企业和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数字

化。 企业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微观主体，在贸易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有效释

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效应意义重大。 企业数字化转型究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能

产生何种影响？ 其通过何种渠道机制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 何种类型的企业更能借助数字化转型来

实现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探讨。
一、 文献综述

（一） 关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研究

出口技术复杂度最早是由 Ｍｉｃｈａｅｌ［３］提出的贸易专业化指标，即将一国人均 ＧＤＰ 与产品出口额占

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进行赋权，来测算技术复杂度。 该指标也丰富了对一个国家出口质量和出口竞

争力的测度研究［４］。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５］在 Ｍｉｃｈａｅｌ［３］的基础上改变了指标的权重，提出出口技术复杂

度指标即出口技术复杂度 ＰＲＯＤＹ 指数。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５］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计算分为两步，首先

计算产品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ＰＲＯＤＹ 指数，然后基于该指数计算研究对象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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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一些文献基于不同角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指标进行修正，但均以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５］ 的

两步计算方法为基础。 另外，出口技术复杂的测度方法还包括两类。 第一类，Ｌａｌｌ［６］ 基于产品层面先

对产品进行分类，即根据产品的技术构成或官方公布的高技术产品目录进行分类，进而构建出口技术

复杂度评分体系。 第二类，Ｓｃｈｏｔｔ［７］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 ＯＣＥＤ 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行

比较，从而得到以国际市场占有率为基础的出口相似度指数来描述出口技术复杂度。
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政策制度、基础设施等

因素上。 虽然已有文献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解释已相对较为丰富，但仍缺乏对企业数字

化转型这一重要因素及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
（二） 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出口贸易的研究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已有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出口贸易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企业数字化

转型对出口“量”的影响。 多数研究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出口规模。 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８］指出

数字化转型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了出口贸易的机会。 Ｂｕｒｒｉ［９］也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中小企业提

供了参与国际贸易的机遇，催生了服务和货物贸易的新商业模式和跨境业务。 易靖韬和王悦昊［１０］ 认

为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出口，通过助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强化企业的出口意愿和出口

强度。 关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质”的研究近年来也陆续出现，Ｓｅｎｃｅｒ［１１］基于跨国视角研究得出，随着

数字化的推进，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 杜传忠和管海锋［１２］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降低交易

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李宏和乔越［１３］ 发现地区数字化转

型通过扩大本地市场规模和对新产品进行赋能，从而提高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党琳等［１４］ 运用

国家、行业、时间多维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效应，
发现制造业行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其出口技术复杂度。

关于数字化促进出口的机制研究中，Ｓｔｒｏｔｍａｎｎ［１５］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通过降低企业信息

传输成本和信息搜集成本，促进“做中学”和“组织学习”，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进而有助于产品技术升

级以及产品质量的提升。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６］研究表明信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的使用促进企业生产率

的提高，有利于提高贸易产品质量的改善。 另外，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企业提高文化输出能力［１７］，
还能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劳动强度等方式提高贸易产品生产的质量和效率。

综上，可以看出已有文献集中讨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规模的作用效应，以及少量研究开始从

宏观（如地区数字化转型）和中观层面（如行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

响，但从企业层面深入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研究较少。 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进

行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框架并提出

相应理论假说，从企业微观层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第二，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出发，分别通过企业股权性质、行业密集型及企业所处地区三个角度对样本

进行分类回归，比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作用效果的差异性，以便就企业数字化转型更

好地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 理论机制与假说提出

（一）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运营成本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渠道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

升。 对于运营成本渠道，在信息成本方面，互联网平台以及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不仅帮助企业节省了

信息搜寻等成本，而且能找到更合适的目标市场和供应链合作商，从而有助于产品的差异化生产和升

级。 在生产环节，企业生产流程中融入数字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 企业云服务和数字平台的使用有

助于企业员工的技能提高，进而有利于产品研发及升级。 在服务目标市场时，不仅便利了企业服务消

费市场的过程，而且企业从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进而促进企业产品出口以及产品升级。 对于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渠道，主要体现在基础生产设施、生产流程、技术人员、资金投资等方面。 伴随着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深入，企业有效配置资源并投入更多资本在生产环节中，培养技术型人才，企业基础生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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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得到技术升级，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进而使得产品技术升级和生产率提高，促进了出口技术

复杂度提升。
１． 消费者效用

基于ＣＥＳ效用函数，假设有 ｎ个企业都出口该种同质产品，其中 ｉ国企业为出口企业，ｊ国企业为进

口企业，对于 ｊ 国国内的消费者效用 Ｕ 公式如下：
Ｕ ＝ ｘ１ｉ ＋ ｘ２ｉ ＋ ｘ３ｉ ＋ … ＋ ｘｎｉ

Ｕ ＝ ∑
ｎ

ｊ ＝ １
ｘ
σ－１
σ

ｊｉ( )
σ

σ－１ （１）

其中，ｘ ｊｉ 为 ｉ 国企业出口至 ｊ 国企业的商品。
２． 生产者利润

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消费者所购买的各种物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它们的价格之比。ｉ
国企业出口至 ｊ 国企业的商品 ｘ 价格为 Ｐ，价格函数可表示为：

Ｐ ＝
ｘ

－１
σ
ｊｉ

∑ ｎ

ｊ ＝ １
ｘ
σ－１
σ

ｊｉ

× ｗ ｊ （２）

其中，ｗ ｊ 为 ｊ 国国内消费者的收入预算。
根据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Ａ为企业生产技术水平，Ｋ 为资本投入，Ｌ 为劳动力投入，ｉ国企业

的生产函数如下：
Ｑ ＝ ＡＫａＬ１－ａ （３）
根据式（２）、式（３），ｂ 为 ｉ 国劳动力工资，ｃ 为资本要素价格，ｉ 国企业的利润表达式如下：
Ｐｒｏｆｉｔ ＝ Ｒｅｖｅｎｕｅ － Ｃｏｓｔ ＝ ＰＱ － ｂＬ － ｃＫ （４）
将式（３） 代入式（４），并分别对 Ｌ、Ｋ 求偏导得：
∂Ｐｒｏｆｉｔ
∂Ｋ ＝ ａＰ ｊｉＡＫａＬ１－ａ － ｃ ＝ ０ （５）

∂Ｐｒｏｆｉｔ
∂Ｌ ＝ （１ － ａ）Ｐ ｊｉＡＫａＬ１－ａ － ｂ ＝ ０ （６）

根据式（５）、式（６）求得：
Ｐ ｊｉ ＝ Ａ －１ａ －ａ（１ － ａ） ａ－１ｃａｂ１－ａ （７）
又由于商品售价 ＝ 生产者价格 × （１ ＋ 成本加成率），假设 ｆ（ｘ） 为 ｉ 国企业出口产品时所产生的

运营成本加成率，则商品的价格 Ｐ 为：
Ｐ ＝ Ｐ ｊｉ × ［１ ＋ ｆ（ｘ）］ （８）
将式（２）和式（７）代入式（８）得到：

ｘ
－１
σ
ｊｉ

∑ ｎ

ｊ ＝ １
ｘ
σ－１
σ

ｊｉ

× ｗ ｊ ＝ Ａ －１ａ －ａ（１ － ａ） ａ－１ｃａｂ１－ａ［１ ＋ ｆ（ｘ）］ （９）

两边取对数，求解全微分得：

１
σｘ ｊｉ

＋ σ － １
σ( )

２
×

ｘ
－１
σ
ｊｉ

∑ ｎ

ｊ ＝ １
ｘ
σ－１
σ

ｊｉ

é

ë
ê
ê

ù

û
ú
úｄｘ ｊｉ ＝ １

ｗ ｊ
ｄｗ ｊ －

ａ
ｃ ｄｃ － １ － ａ

ｗ ｉ
ｄｗ ｉ ＋

１
Ａ ｄＡ － １

１ ＋ ｆ（ｘ）ｄｆ（ｘ） （１０）

由于左式 ＞ ０，根据右式对应单项式系数的正负关系，可知
ｄｘｊｉ
ｄＡ ＞ ０，

ｄｘｊｉ
ｄｆ（ｘ） ＜ ０。由

ｄｘｊｉ
ｄＡ ＞ ０可以看出企

业生产技术水平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又因为企业生产技术水平高也意味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正向促进 ｉ 国企业产品出口。其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其数字化转型影响，数字化转型程

度越高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越高。最后，
ｄｘｊｉ

ｄｆ（ｘ） ＜ ０显示企业运营成本加成率与产品出口之间存在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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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助力出口技术复杂度。由以上分析可见，降低运营成本

以及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１ 与假说 ２。
假说 １：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假说 ２：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
（二） 异质性企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考虑到不同企业间在股权性质、行业密集型及所在地区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影响企业数

字化转型进程的同时，还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二者的关系。
关于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相较于民营与外资企业，国企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受到政府的干预，企

业的管理体制有所不同。 面对相同的因素变化，民营企业反应更为灵敏，国企由于受政府保护且供应

链非常稳定，受因素变化的影响小。 本文认为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间，其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

杂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影响，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果呈现区别。 对于不同

行业密集型的企业来说，根据韩燕和钱春海［１８］、赵文军和于津平［１９］的分类方式，企业可以分为劳动力密

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 相较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 由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等特点，资本密集型企

业利用和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需求更大，具有更好的技术吸收和消化能力，使得学习效应的正向作用

最大化。 因此，本文认为基于不同行业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果也将不同。
对于不同地区的企业，其发展环境如经济情况、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及自然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性。 在数字技术方面，关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发展，地区间差异较为显著。 因此，地区差异

性也将影响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果。 戴美虹［２０］提出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的不同使得其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差异性。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企业的异质性而存在非对称性。
三、 数据说明与计量模型

（一） 计量模型

１． 基准模型设计

根据假说 １，本文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如式（１１）：
ＥＸＰＹ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Ｉ ＋ βＸ ｉｔ ＋ μｉ ＋ μｔ ＋ εｉｔ （１１）
其中，ＥＸＰＹｉｔ 表示 ｉ地区 ｔ时期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ＤＩＧＩ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Ｘ ｉｔ 向量代

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μｉ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μ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
２． 机制检验模型设计

基于假说 ２，本文分别选取运营成本（ＣＯＳＴ） 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作为中介变量。为检验

假说 ２ 是否成立，这里利用中介效应对此展开进一步分析。
第一步，在不考虑中介变量的影响下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综合影响，将

固定效应模型（１１）转化为如下模型（１２）：
ＥＸＰＹｉｔ ＝ Ｃ ＋ λＤＩＧＩ ＋ Ｘ ｉｔ ＋ εｉｔ （１２）
第二步，先将运营成本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设为被解释变量，再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设为核心解

释变量，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运营成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１３）和模型

（１４）：
ＣＯＳＴｉｔ ＝ Ｃ ＋ αＤＩＧＩ ＋ Ｘ ｉｔ ＋ εｉｔ （１３）
ＴＦＰ ｉｔ ＝ Ｃ ＋ αＤＩＧＩ ＋ Ｘ ｉｔ ＋ εｉｔ （１４）
最后，检验运营成本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是否完全，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是否存在

直接效应，构建如下模型（１５）和模型（１６）：
ＥＸＰＹｉｔ ＝ Ｃ ＋ θＤＩＧＩ ＋ ηＣＯＳＴ ＋ Ｘ ｉｔ ＋ εｉ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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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Ｙｉｔ ＝ Ｃ ＋ θＤＩＧＩ ＋ ηＴＦＰ ＋ Ｘ ｉｔ ＋ εｉｔ （１６）
在以上模型中，系数 α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中介变量的效应；系数 η 是控制了企业数字化转

型程度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θ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

术复杂度的直接作用。
（二）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关于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ＥＸＰＹ） 的度量，本文基于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５］ 的两步计算

方法，参考余娟娟和余东升［２１］、高翔和袁凯华［２２］ 的做法，采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ＴＦＰ） 对ＥＸＰＹ ｊ

指标进行调整，得到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首先测算行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公式如下：

ＥＸＰＹ ｊ ＝ ∑ ｉ

Ｘ ｉｊ ／ Ｘ ｉ

∑Ｘ ｉｊ ／ Ｘ ｉ

× Ｙｉ （１７）

其中，ｉ代表企业所在地区，ｊ代表行业，Ｘ ｉｊ 为 ｉ地区 ｊ行业的出口额，Ｘ ｉ 为 ｉ地区总出口额，Ｙｉ 为 ｉ地
区的人均 ＧＤＰ。

其次，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修正，以得到企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

度，测算公式如下：

ＥＸＰＹｎ ＝
ＴＦＰｎ

ＴＦＰ ｊ
× ＥＸＰＹ ｊ （１８）

其中，ｎ 代表企业，ＴＦＰｎ 为企业 ｎ 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ｊ 为 ｊ 行业的平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中

ＴＦＰ 的具体测算过程在下文中进行描述。
２．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ＤＩＧＩ）。 关于现有文献中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分为

三类：第一种是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资产用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２３］；第二种是采用企

业信息技术员工占比来度量企业数字化应用程度；第三种是根据企业年报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

关键词词频来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尽管第二种方法对于如何测度企业

数字化转型给学者们提供了诸多借鉴意义，但该方法包含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获取较为有限且获

取困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第三种方法来分析企业年报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信息，并
以此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指标［２４ ２５］。 因此，本文将采取第三种方法度量解释变量，并在稳健性

检验中借鉴第一种测度方法来替换解释变量。
３． 中介变量

关于运营成本（ＣＯＳＴ）的度量，运营成本为企业生产以及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如生产成本、
经营成本以及贸易成本等。 借鉴李俊久和张朝帅［２６］的做法，将企业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

代理变量测度企业运营成本。 关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测度，主要参考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
ｒｉｎ［２７］的方法即 ＬＰ 法进行测算，其中，为了能准确衡量企业产出，本文选取上市公司增加值来衡量企

业产出，即企业的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利润以及税费之和，以上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４． 控制变量

宏观控制变量： 企业所在省市的贸易开放度（ ｔｒａｄｅ），使用省市进出口贸易总额占该地区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数值越大，地区开放程度越高；企业所在省市的外资开放程度（ ｆｄｉ），其有利于国

内企业通过学习效应提高技术水平和改善产业结构，从而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以外资依存

度来度量外资开放程度，即当年该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该地区 ＧＤＰ 的比率；经济条件（ｇｄｐ） 用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基础设施（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用人均宽带接入端口数衡量。
微观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 使用企业总资产衡量；企业资本密集度（ｃａｐ） 采用企业总资产与

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得到，并加１ 取自然对数进入模型；企业平均工资（ｗａｇｅ） 用企业员工工资总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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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人员数比值并取自然对数衡量；企业创新能力（ＲＤ） 用企业每年专利数衡量。

图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核密度对比

（三） 数据描述

首先，从国泰安数据库中的公司研究系列获

取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并进行筛选处理，得到 ６０８
家企业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 年 ４ ２５６ 个样本量。 其次，根
据国际通行的 ＨＳ 编码对不同行业公司的出口商

品进行分类及筛选，从中国海关数据库中获取地

区对应产品的出口交易数据，其中包含了出口到

每个国家的月度商品总金额，最后将月度数据汇

总成年度数据。 最后，在使用海关贸易数据计算

出企业各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后，进行了企业数

据匹配。
（四）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事实

基于第三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法，本文绘制了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以及 ２０２１ 年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核密度对比图，如图 １ 所示。 首先，从图 １ 整体上看，核密度波形向左移动，即呈现右偏态分布。 其中，
三个年份的核密度估计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逐年向右偏移，核密度估计曲线的峰值呈现显著下降，
意味着中国整体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逐年提升。 其次，分别从三个时间节点上看，２０１５ 年核密度估计

曲线显示峰值较高，ＤＩＧＩ 指数大部分集中在 １ 左右，且分布形态上右尾拉长，可见 ２０１５ 年我国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程度存在较大差距。 而 ２０１８ 和 ２０２１ 年的核密度估计曲线的峰值显著变小且曲线宽度变大，相
应最为集中的 ＤＩＧＩ 指数逐年变大，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越来越成熟，企业间差距变小。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相关性与共线性分析

表 １ 为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初步验证了假说 １。 另外，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ＶＩＦ 值均小

于 １０，表明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满足进一步实证分析的条件。
表 １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变量 ＥＸＰＹ ＤＩＧＩ ｓｃａｌｅ ｃａｐ ｗａｇｅ ＲＤ ｆｄｉ ｔｒａｄｅ ｇｄｐ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ＥＸＰＹ １
ＤＩＧＩ ０． １２７∗∗∗ １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５∗∗ １
ｃａｐ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８∗∗ － ０． １１２∗∗∗ １
ｗａｇｅ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６３∗∗∗ ０． １１６∗∗∗ － ０． ０２３ １
ＲＤ ０． ０６６∗∗∗ ０． １６５∗∗∗ ０． ２２１∗∗∗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２ １
ｆｄｉ ０． ０８０∗∗∗ ０． １５１∗∗∗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３３∗∗ ０． １２４∗∗∗ ０． ００６ １
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７１∗∗∗ ０． １６９∗∗∗ －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４８∗∗∗ ０． １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７４９∗∗∗ １
ｇｄｐ ０． ０２６∗ ０． １４９∗∗∗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５５∗∗∗ ０． １５４∗∗∗ － ０． ０１３ ０． ６８７∗∗∗ ０． ７８９∗∗∗ １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８２∗∗∗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３９∗∗ ０． １０６∗∗∗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３８∗∗ ０． １３４∗∗∗ ０． ０７６∗∗∗ 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及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在进行基准回归前进行了模型选择检验以考察文章选用模型的适用性，豪斯曼检验结果验

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中 ＤＩＧＩ 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相符且表现稳健，假说 １ 初步得到验证。 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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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企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深度

融合，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产品运营和商业模式随之产生巨大变化，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 这一

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提供了依据，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使出口技

术复杂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进而扩大了数字化转型程度不同的企业间出口技术复杂度差异。 从控

制变量来看，企业规模越大，所在地区经济越发达，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 对于规模越大的企业，
其出口市场的潜力也越大，有利于企业拓展其产品线以及目标市场。 另外，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条件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与保障。
表 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ＥＸＰＹ

（２）
ＥＸＰＹ

（３）
ＥＸＰＹ

（４）
ＥＸＰＹ

（５）
ＥＸＰＹ

（６）
ＥＸＰＹ

（７）
ＥＸＰＹ

（８）
ＥＸＰＹ

（９）
ＥＸＰＹ

ＤＩＧＩ
０ ． ００６ ０ ．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ｃａ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ｗａｇｅ
－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ＲＤ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ｆｄｉ
－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ｔｒａｄｅ
－ ０． ８４１∗∗∗ － ０． ８３７∗∗∗ － ０． ８２１∗∗∗

（０． １１６）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６）

ｇｄｐ
０． １７１∗∗∗ ０． １８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１）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ｃｏｎｓ
２． ２１９∗∗∗ ２． ３８６∗∗∗ ２． ３６０∗∗∗ ２． ４６６∗∗∗ ２． ４９５∗∗∗ ２． ４８１∗∗∗ ２． ８０２∗∗∗ ２． ８８６∗∗∗ ２． ９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５）
Ｎ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９
Ａｄｊ⁃Ｒ２ － ０． １６６ － ０． １５９ － ０． １５８ － ０． １５６ － ０． １５６ － ０． １５６ － ０． １３９ － ０． １２４ － ０． １２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３　 机制分析：运营成本

变量
（１）
ＥＸＰＹ

（２）
ＣＯＳＴ

（３）
ＥＸＰＹ

ＤＩＧＩ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ＣＯＳ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１）

＿ｃｏｎｓ
２． ９０１∗∗∗ ０． ６８６∗∗∗ ２． ８９８∗∗∗

（０． ０７５）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８）
Ｎ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Ｒ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９
Ａｄｊ⁃Ｒ２ － ０． １２４ － ０． １３５ － ０． １２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为标准误。

（三） 中介效应分析

１． 运营成本的中介效应

表 ３ 是运营成本（ＣＯＳＴ）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回
归系数显示不显著，说明运营成本不具有中介效应，企业

数字化转型未能通过降低运营成本从而提升出口技术复

杂度。 究其原因，白福萍等 ［２８］ 实证分析得出企业数字化

转型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交易成本。 而生产

成本与交易成本均属于运营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的

作用效果取决于抑制效应与促进效应的大小，抑制效应与

促进效应的共同作用造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运营成本

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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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机制分析：企业全要素生产效率

变量
（１）
ＥＸＰＹ

（２）
ＴＦＰ

（３）
ＥＸＰＹ

ＤＩＧＩ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ＴＦ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８）

＿ｃｏｎｓ
２． ９０１∗∗∗ １２． １３２∗∗∗ ２． ２７２∗∗∗

（０． ０７５） （０． １５３） （０． １２４）
Ｎ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４ ２５６
Ｒ２ ０． ０３９ ０． ４９５ ０． ０４９
Ａｄｊ⁃Ｒ２ － ０． １２４ ０． ４０９ － ０． １１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为标准误。

　 　 ２．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

表 ４ 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

果，其中，表 ４ 列（２）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列（３）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从而

验证了假说 ２ 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从而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股权性质

首先，根据国泰安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基本信息类别中的

股权性质分类，本文将样本企业分为国企、民营、外资和其他，
回归结果如表 ５。 对于民营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对于国企与外资企业而言，作用相

对较弱。 这可能是因为国企的供应链等环节比较稳定，不容

　 　 　 　 　 　 　 　 表 ５　 按企业股权性质分样本回归

变量
（１）
民营

（２）
国企

（３）
外资

（４）
其他

ＤＩＧＩ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７）

＿ｃｏｎｓ
２． ８４４∗∗∗ ２． ９１７∗∗∗ ２． ４５４∗∗∗ ３． ６０６∗∗∗

（０． １００） （０． １２７） （０． ５２５） （０． ５１９）
Ｎ ２ ４８４ １ ４６３ １９６ １１３
Ｒ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６６ ０． １６４
Ａｄｊ⁃Ｒ２ － ０． １３０ － ０． １２１ － ０． １４６ － ０． ０７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６　 按行业密集型分样本回归

变量
（１）

劳动密集型
（２）

资本密集型
（３）

资源密集型

ＤＩＧＩ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９）

＿ｃｏｎｓ
２． １６２∗∗∗ ３． ０４８∗∗∗ ２． ８３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８０） （０． ６９０）
Ｎ ７４２ ３ ２４１ ２７３
Ｒ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８
Ａｄｊ⁃Ｒ２ － ０． １４０ － ０． ０９９ － ０． １２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易受变动因素影响，而外资企业对于海外市场本身

拥有渠道和全面的信息。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回归

结果显著为正的原因可能在于：民营企业大部分是

小微企业，其发展一直以来面临着融资约束、管理水

平低、运营效率低等问题［２９］。 随着数字技术的升

级，民营企业借助区块链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降低

企业的金融服务成本并提升其资源配置效率，促进

产品技术复杂度。 另外，民营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

平台根据企业需求精准寻找所需业务的供应链服务

商，并掌握国内外消费群体的特征，精准把握受众需

求，降低试错成本，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
２． 行业密集型

参照韩燕和钱春海［１８］ 的分类方式，将样本企业

涉及的不同行业按照不同密集型分为劳动力密集

型、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 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

示。 可以看出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而言，企业数字

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对于劳动力

密集型企业和资源密集型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小。 相

较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

企业追求价格竞争与规模扩张，在数字化转型的过

程中追求成本节约效应，效率与技术创新水平并未

从本质上提升。
资本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原因可能有：在技术层面，资本密集型企业生产过程中强调专用设备、电子设备的技术性。
企业不断更新其数字技术水平，优化数字平台，将数字技术与生产运营环节深度融合，在各个环节对

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促进作用。 在产业发展方面，资本密集型产业是技术的产业化、工具化、程序化、
操作化、自动化［３０］。 另外，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规模相对稳定，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发展基础雄厚［３１］，
产业水平和产业结构高度均优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业。 在此基础上，数字化转型能够极大

便利其产业技术开发和服务，节省成本，进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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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按不同地区分样本回归

变量
（１）

东北地区
（２）

东部地区
（３）

中部地区
（４）

西部地区

ＤＩＧＩ
０． ０８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２）

＿ｃｏｎｓ
２． ３４１∗∗∗ ３． ０２１∗∗∗ ２． ５８０∗∗∗ ３． ００２∗∗∗

（０． ３０３） （０． ０９９） （０． ２１５） （０． ２６３）
Ｎ １６８ ２８３５ ７４２ ５１１
Ｒ２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６ ０． １１１ ０． ０８８
Ａｄｊ⁃Ｒ２ － ０． １２５ － ０． １２９ － ０． ０５０ － ０． ０８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３． 地区分布

根据国泰安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基本信息类别

中的企业数据，将企业所在地区划分为东部、西
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①，回归结果见表 ７。 回归结

果显示，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较为明显。 东部地区

创新水平高、数字技术水平高且贸易水平高，同
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数字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也较为完善，企业能够更好地通过数字化转型实

现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

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对于东北地区来说，东北

三省出口贸易呈上升趋势，出口商品结构也有所

优化。 另外，东北地区政府积极与企业合作，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并带动创新创业。 而中部与

西部地区回归系数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介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产业

结构较东部地区相对单一，其竞争优势不明显，缺乏核心竞争力。 综上，假说 ３ 得以验证。
（五）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否稳健，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分析。 由

于篇幅有限，稳健性检验表格不在此呈现，备索。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忽略了企业年报中企业数字化转型词频可能受

企业主观影响。 因此，本文替换解释变量的测度指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资产来衡量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程度［３２］。 回归结果显著为正，验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借鉴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ａｎｄ Ｂｏｎ［３３］的思路构建工具变量，使用滞后一期与滞后二期的 ＤＩＧＩ、城市移动

电话用户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
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 ＤＩＧＩ：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滞后性，因此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滞后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存在滞后性。
城市移动电话用户数（ＴＥＬＥ）：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决策会受到企业所在地区的数字水平与普及的

影响，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城市移动电话用户数的关联较小，满足外生

性的要求。 其次，检验因变量是否具有内生性，结果显示 ＤＩＧＩ 为内生变量。 进而，进行弱相关性检

验，检验结果显示 Ｆ 统计量为 １６． ２５，说明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 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ＤＩＧＩ）的
系数依旧显著为正，验证了原假说。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１）总体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２）就
影响机制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而
通过降低运营成本的机制促进效果不显著。 （３）关于异质性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影响存在差异，首先对于民营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相

对较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与东北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最为

明显。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环境，构建制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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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
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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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体系，有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财税政策支持方面，政府可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努力提供相关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助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更新迭代。
在制度建设方面，明确与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
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 在地区发展政策方面，发挥东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优势，加快在创

新引领上实现突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力。 对于中西部地区，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并有效配置资源，
加快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２）企业应积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平台以及加大研发投入来提升企业

生产率。 企业自身应积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从以下措施入手：企业将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切实应用到企业各个环节，从而实现企业的生产

智能化、营销精准化、运营数据化、管理质量化；企业需重视数据开放与共享水平，同行业企业进行产

业链上游与下游数据流动与共享；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员工对于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 （３）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重视发挥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优势。 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优化民营企业

的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培育尊重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的舆论环境，充分激发民营

企业的创新动力和经济活力。 对于国企，政府可以适当减少干预，促进国企对外界因素变化反应灵敏

度的提高。 另外，重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加大技术投入以及智能化生产线的发展，增强数字化

转型对普通资本的替代效应、数字化转型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提升技术复杂度，从而增强我

国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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